新政府應正視失業率上升的原因

林向愷

去年十二月台灣的失業率創歷史新高，農曆春節過後依以往統計經驗，情況應只會更加惡化。據自由時報問卷調查顯示，有三成三失業者認為失業率節節上升是企業外移所造成。四成三的失業勞工認為政府應暫停企業外移，四成四認為政府應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另一方面，不少大型企業要求政府放寬對中國投資限制，更有號稱「經營之神」董事長召開記者會要求三通以強化台灣競爭力。企業外移中國與我國失業率持續上升到底有無關連？

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必會有所改變。當勞力密集產品喪失國際競爭力時，生產這些產品的廠商大都只有轉到後進國家如中國，造成不少工作機會消失，當然在技術密集產業中也會有新的工作機會出現。只要勞工轉換工作的調整成本不是太高，這種產業結構改變對勞工就業的衝擊就不至於太大。一旦我們與後進國家經濟發展速度差距大到我們的產業結構被迫跟著急速變動，國內勞工的就業就會產生問題。此刻，新政府若不積極改造國內經營環境，若不加速推動國內產業升級，而以放寬「戒急用忍」政策以及解除對中國投資限制方式試圖解決企業轉型困難的問題，其結果只有迫使政府未來必須以更大的心力、更多的預算配置來解決結構性失業的問題。

在全球化大趨勢下，由於企業主的資金與機器設備相對於國內低技術勞動人口更能快速地跨國移動，產業大量外移固然可以讓企業主獲得更高的投資報酬率，但原來在這些產業工作的勞工則因無法跨國移動，他們只有留在非貿易財部門和外勞競爭找工作，造成低技術勞工所得成長的速度變慢導致國內所得分配惡化，此對我國經濟發展將會產生不利影響。所得分配和經濟成長之間主要透過投資產生關聯。當所得分配愈不平均時，低所得階層的個人或家庭面對為數少但非常富有的個人與家庭時較易流於不滿，此種不滿情緒往往會導致社會政治的不安定。廠商投資與經營環境的不確定的程度增加後，對廠商在國內投資意願將有不良的影響，最後終將影響我們經濟成長的速度。

縱使所得分配惡化是全球化無可避免的結果，但我們可否藉發展策略的選擇來減輕這種後果？哈佛大學經濟學者戴維斯在一項研究指出：衡量一個國家的比較利益時，比較的對象不應是全球經貿體系中所有的國家而應是與該國有類似生產條件的國家群。台灣和其他亞洲四小龍國家一樣，正處於先進國家以及後進國家之間：亞洲後進國家相對於我們的優勢在於她們有豐沛的勞力，而歐美日先進國家相對於我們的優勢在於她們有更先進的技術，較充裕的資金。事實上，發展策略的選擇可以讓我們發揮不同的比較利益。

為方便說明，簡化假設有高、中、低度技術密集三類商品，但任何國家都不能同時生產這三類商品。此時，依國際比較利益原則，先進國家組只生產高、中度技術密集的產品；而後進國家組只生產中、低度技術密集產品。若台灣選擇與後進國家組〈如中國〉發展密切的經貿關係，由於這組中的國家只生產中、低度技術密集產品，台灣在這組中技術與資本都較為豐沛，分工的結果是台灣以生產中技術密集產品為主以及少量的低技術密集產品，再以出口中技術密集的產品所賺取的所得來進口所需的高、低技術密集產品。另一方面，若我們選擇藉產業升級將台灣推進到先進國家組中，此時，我們以生產中技術密集產品為主以及少量高技術密集產品，再以出口中技術密集商品的所得來支付進口高、低技術密集產品所需的費用。

這兩種發展策略雖有類似的貿易型態，卻呈現完全不同的產業結構。新政府應選擇何種發展策略？顯然，相對於先進國家，台灣的比較利益不在資本或技術，我們若能利用當前資金與技術在國際間移動愈來愈無障礙的趨勢，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再結合我們所擁有的豐沛低廉的高技術勞工從事技術密集商品的生產。此舉不但提高我國國民平均所得的成長速度，更減輕一旦低技術勞工無法順利轉換到高科技產業工作時，政府必須以社會安全體制協助這些個人與家庭維持基本生活時所須承受的財政負擔。與先進國家經貿合作將減緩國內所得分配惡化的速度，亦讓政府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降低。

上述策略能否成功需視新政府是否有決心積極打造台灣成為一個適於經營與投資的企業樂園以及適合人民居住的優質生活環境。具體作法包括：加速推動各項硬體基礎建設，讓國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不受經濟因素影響的權利以及加強更新法規制度的軟體建設。當國內總體環境徹底改造後，放寬對中國投資的限制對我們安全的衝擊才不會那麼大。新政府若不察這個明白的道理而屈從部份廠商的要求，誤以為「三通」或放寬對中國投資的限制就可解決台灣經濟問題，將為台灣社會帶來一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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